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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对非援助始终是中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援

助变量的内生增长模型， 揭示了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水平的促进作

用， 并采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中国对非援助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

对非援助显著地促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 但不同类型援

助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其中， 非转移支付类援助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但对

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是倒 Ｕ 型的； 而公共支出类援助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并提

高居民的福利水平。 本文为分析中国对非援助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并展示

了中国援助非洲效果的整体图景， 对客观认识并进一步开展中国对非援助具有一定

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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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 ２０００年以来， 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下， 中国对非援助进入了全方位和立体

化发展的新阶段， 然而， 长期以来中国对非援助受到西方国家的质疑和指责。 当前需

要更加科学合理的方法来客观地评价中国对非援助的经济效果， 以回应不实的指责，
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 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能简单确定。 大量文献分析

了传统援助国与多边援助机构 （如世界银行等） 的援助有效性， 得到的结论大相

径庭 （李荣林和冯凯， ２０２０） ［１］。 一些研究发现援助与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

很强的正向关系， 这一方面是因为援助可以降低受援国关税与非关税壁垒 （Ｃａｌ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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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Ｖｅｌｄｅ， ２０１１） ［２］并提升出口多样化水平 （Ｍｕｎｅｍｏ， ２０１１） ［３］； 另一方面是援助

可以改善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Ｚａｋ ａｎｄ Ｋｎａｃｋ， ２００１） ［４］， 降低投资

风险 （Ｊｉｎ ａｎｄ Ｚｅｎｇ， ２０１７） ［５］， 吸引 ＦＤＩ流入受援国。 此外， 援助还可以补充受援

国急需的物质资本 （ Ｂｈａｖ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６］， 促进受援国增加政府公共支出

（Ｋａｌａｉｔｚｉｄａｋｉｓ ａｎｄ Ｋａｌｙｖｉｔｉｓ， ２００８） ［７］。 但也有一些研究表明， 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

长的影响并不明显， 这主要是因为传统援助者的援助目标非常广泛， 如联合反恐、
巩固军事联盟等， 这些与受援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直接相关 （Ｒａｊａｎ ａｎｄ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 ２００８） ［８］。 更多的研究结果表明， 援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需要具备一

定的条件： 其一是内部条件， 即援助金额本身应该有一个最优范围， 适度援助可以

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 过度援助则适得其反 （Ａｌｉ ａｎｄ Ｉｓｓｅ， ２００５） ［９］； 其二是外部

条件， 即援助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受援国自身的状况， 尤其是是否具有完

善的民主制度 （Ｂｕｒ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Ｄｏｌｌａｒ， ２０００） ［１０］， 这也使得政治改革成为传统援助国

援助捆绑的必备条件之一。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援助国走上历史舞台， 并开始扮演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Ｗａｌｚ ａｎｄ Ｒａｍａｃｈａｎｄｒａｎ， ２０１１） ［１１］。 与传统援助国不同， 中国

对非援助更加关注援助的发展有效性， 即援助能否直接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与社会

福利的改善 （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 ２００８） ［１２］。 中国对非援助大部分集中在受援国急缺的基

础设施领域， 但由于融资期限长、 风险高等原因， 这些领域往往是传统援助国不愿

涉足的 （王钊， ２０２０） ［１３］。 尽管西方国家经常改变他们对非洲经济发展开出的

“药方”， 并根据这些条件来选择援助， 但是中国政府从未宣称非洲应该如何按照

既定的道路发展， 并坚持对外援助不应该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支持受援国寻找适合

本国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做法避免了西方援助的困境， 并且在促进经济长期增长方

面更为有效， 这反而促进了良好的政府治理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１４］。 与传统援助

者的官方发展援助 （ＯＤＡ） 不同， 中国在对非援助中试图寻找一套将援助与商业结

合起来的方式， 以优惠贷款为基础， 保证援助项目的可持续性与中非经济之间的共生

关系， 实现互利共赢 （Ｒｏｔｂｅｒｇ， ２００９） ［１５］。 虽然中国的援助会流向资源丰富的地区，
但接受援助的国家并不都是资源国， 且中国所关注的领域涵盖了各类社会基础设施，
因此没有证据显示中国的援助是 “新殖民主义” 的 （Ｂｒäｕｔｉｇａｍ， ２００９） ［１６］。

现有文献对中国对外援助有效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

处。 首先， 现有文献较多地讨论了中国对外援助与贸易、 ＦＤＩ之间的互动关系 （黄梅

波和朱丹丹， ２０１５［１７］； 董艳和樊此君， ２０１６［１８］ ）， 但很少涉及援助对受援国公共支

出的影响。 公共支出本身就是一种生产要素 （Ｃｈ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１９］， 其带来的公共

资本积累可以改变经济增长的转移动态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２０］， 是发展中国家

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也是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经验 （Ｈｕ ａｎｄ Ｋｈａｎ，
１９９７） ［２１］， 因此有必要从公共支出的角度讨论中国对非援助的有效性。 其次， 已有研

究更多地关注援助与增长问题 （朱丹丹和黄梅波， ２０１８） ［２２］， 没有进一步考察援助对

受援国居民福利的影响。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等 （２００９） ［２３］证实， 直接转移支付给受援国居民的

援助， 一方面直接增加了个人可支配收入， 从而增加了消费； 另一方面也会使受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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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储蓄增加， 为长期经济增长积累可用资本 （Ａｆａｗｕｂｏ ａｎｄ Ｍａｔｈｅｙ， ２０１７） ［２４］， 最

终导致受援国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 （Ｇｏｍａｎｅ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２５］。
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日渐增加， 需要更加严谨地分析中国对非援助的经济

效果。 与已有研究相比， 本文试图在三个方面有所贡献： 第一， 本文在援助促进受

援国公共支出与受援国居民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 建立了援助影响受援国经济的内

生增长模型， 从理论上揭示了总援助以及不同类型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可能影

响； 第二， 本文运用非洲国家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为理论模

型提供了经验支持； 第三， 本文在拓展性研究中扩展了理论模型， 进一步讨论并验

证了中国对非援助的福利效应及其异质性。 这对我国进一步开展对非援助工作具有

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一） 理论模型设定

假定一个受援国经济体由大量相同的无限期存活的家庭与本国政府构成。 代表

性家庭从消费 Ｃ 中获得正效用且效用函数的跨期替代弹性不变， 本国政府接受援

助并为国内公共支出提供资金支持。 代表性家庭接受本国政府的转移支付与援助国

转移支付类援助， 其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函数为：

Ｍａｘ ∫
＋¥

０

Ｕ Ｃ( ) ｅ －ρｔｄｔ

Ｕ Ｃ( ) ＝ Ｃ１－σ － １
１ － σ

（１）

其中， σ 是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 ρ 代表偏好 折 现 率。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
（１９９９） ［２６］证明 ＡＫ模型可以很好地模拟发展中国家公共支出的特征。 因此本文借

鉴 Ｂａｒｒｏ （１９９０） ［２７］的设定， 假定受援国的生产函数可以写成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Ｙ ＝ ＡＫαＧ１－α （２）

其中， Ａ代表受援国不变的技术水平， Ｋ和 Ｇ分别为受援国代表性家庭私人资本

存量和提供给每个家庭的公共支出， ０ ＜ α ＜ １。 生产函数的形式保证产出 Ｙ具有规

模报酬不变的特征。 在每一时期， 代表性家庭私人资本存量 Ｋ 的变化取决于两个

因素： 一是获得的收入和转移支付会增加 Ｋ ， 二是税收、 消费与折旧会减少 Ｋ 。
因此， 受援国代表性家庭面临的约束条件为：

Ｋ
· ＝ １ － τ( ) Ｙ － Ｃ － δ ＋ ｎ( ) Ｋ ＋ ＴＲ （３）

其中， τ 代表税率， δ 和 ｎ 分别代表了资本折旧率与人口增长率， ＴＲ 是代表性家

庭获得的转移支付类援助。 参考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等 （２００３） 的研究思路， 我们假定受援

国政府获得的总援助 Ｒ 占其本国 ＧＤＰ 的比例为 φ ：
Ｒ ＝ φＹ （４）

假定其将 ｖ部分的援助用于生产与公共支出等非转移支付领域， （１ － ｖ）部分的援

助转移支付给代表性家庭。 用于公共支出与生产的援助可以进一步划分为 ｍ 与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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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两部分。 因此生产援助、 转移支付类援助以及政府公共支出可以分别表示为：
Ｍ ＝ （１ － ｍ）ｖＲ （５）
ＴＲ ＝ （１ － ｖ）Ｒ （６）
Ｇ ＝ τＹ ＋ ｍｖＲ （７）

（二） 模型求解

代表性家庭在满足约束条件方程 （２）、 （３） 的基础上， 选择消费 Ｃ 使得其效

用方程 （１） 最大化。 给定期初资本存量、 税率与转移支付， 现值汉密尔顿函数可

以表示为：

Ｈ ＝ Ｃ１－σ － １
１ － σ

＋ μ （１ － τ）ＡＫαＧ１－α － Ｃ － （δ ＋ ｎ）Ｋ ＋ ＴＲ[ ] （８）

求解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 进而得到代表性家庭最优消费路径的欧拉方

程为：

Ｃ
·

Ｃ
＝－ １

σ
× μ
·

μ
＝ － １

σ
（ρ － δ － ｎ） － α（１ － τ）Ａ（ Ｇ

Ｋ
） １－αé

ë
êê

ù

û
úú （９）

由方程 （２） 和 （７） 可得产出—资本比为：
Ｙ
Ｋ

＝ Ａ
１
α （τ ＋ ｍｖφ）

１－α
α （１０）

进而可以得到公共支出—资本比为：
Ｇ
Ｋ

＝ Ａ
１
α τ ＋ ｍｖφ( )

１
α （１１）

因此消费的最优路径的欧拉方程可以表示成：

Ｃ
·

Ｃ
＝ １

σ
α（１ － τ）Ａ

１
α （τ ＋ ｍｖφ）

１－α
α － （ρ － δ － ｎ）[ ] ≡ ηＣ （１２）

将方程 （２）、 （４）、 （５）、 （６） 和 （７） 代入方程 （３）， 可以将家庭面临的约

束改写为：

Ｋ
· ＝ １ － τ( ) ＋ φ １ － ｖ( )[ ] Ｙ － Ｃ － δ ＋ ｎ( ) Ｋ （１３）

由方程 （１３）， 资本的最优路径可以表示成：

Ｋ
·

Ｋ
＝ １ － τ( ) ＋ φ １ － ｖ( )[ ] Ａ

１
α τ ＋ ｍｖφ[ ]

１－α
α － δ ＋ ｎ( ) － Ｃ

Ｋ
（１４）

方程 （１２） 和 （１４） 组成的微分方程组描述了受援国经济系统的动态过程。
借鉴 Ｂａｒｒｏ （１９９５） ［２８］的做法， 我们定义一个转换变量 χ ＝ Ｃ ／ Ｋ ， 转换变量两端取对

数并对时间求导， 整理可得：
χ·

χ ＝
Ｃ
·

Ｃ
－ Ｋ
·

Ｋ
＝ １－τ( )

α
σ
－１æ

è
ç

ö

ø
÷ －φ １－ｖ( )

é

ë
êê

ù

û
úú Ａ

１
α τ＋ｍｖφ[ ]

１－α
α －ρ－ １＋σ( ) δ＋ｎ( )

σ
＋χ （１５）

当 χ· ＝ ０时， 经济系统达到稳态均衡， 此时可以解得：

χ ＝ １－τ( ) １－ α
σ

æ

è
ç

ö

ø
÷ ＋φ １－ｖ( )

é

ë
êê

ù

û
úú Ａ

１
α τ＋ｍｖφ[ ]

１－α
α ＋ρ－ １＋σ( ) δ＋ｎ( )

σ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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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均衡分析

由方程 （１２） 可知， 在该经济系统中， 消费的增长率 ηＣ 是恒定的， 所以私人

资本存量的增长率 ηＫ 与产出的增长率 ηＹ 也是恒定的。 用 η 表示均衡时各变量的增

长率， 可以得到：

η ＝ ηＣ ＝ ηＫ ＝ ηＹ ＝ １
σ

α １ － τ( ) Ａ
１
α （τ ＋ ｍｖφ）

１－α
α － ρ － δ － ｎ( )[ ] （１７）

在方程 （１７） 中， 分别对增长率求关于总援助占 ＧＤＰ 的比例 φ 、 非转移支付

类援助比例 ｖ 以及公共支出类援助比例 ｍ 的偏导数， 可得：
􀆟η
􀆟φ

＝ １
σ
（１ － α）（１ － τ）ｍｖＡ

１
α τ ＋ ｍｖφ[ ]

１－２α
α ＞ ０ （１８）

􀆟η
􀆟ｖ

＝ １
σ
（１ － α）（１ － τ）ｍφＡ

１
α τ ＋ ｍｖφ[ ]

１－２α
α ＞ ０ （１９）

􀆟η
􀆟ｍ

＝ １
σ
１ － α( ) １ － τ( ) ｖφＡ

１
α τ ＋ ｍｖφ[ ]

１－２α
α ＞ ０ （２０）

方程 （１８） 表明， 随着受援国接受的援助增加， 其经济的均衡增长率随之增

加， 这表明从整体上看援助可以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 但对不同领域的援助具有不

同的增长效应。 方程 （１９） 表明， 用于非转移支付领域的援助也可以促进受援国

经济增长， 这主要是因为其一方面增加了产出—资本比， 另一方面增加了公共支出

—资本比， 进而通过促进受援国公共支出的增加以实现其经济增长。 方程 （２０）
进一步表明， 公共支出类援助会直接导致受援国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 这对经济增

长总是有正向的影响。 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１： 整体而言， 中国对非援助可以促进非洲国家经济增长。
假说 ２： 不同类别的援助对非洲国家经济增长存在异质性影响。 其中， 非转移

支付类援助主要是通过增加非洲国家公共支出—资本比和产出—资本比进而促进其

经济增长， 即一方面增加公共支出的比重， 另一方面促使受援国更多地使用劳动密

集型技术以提升资本的生产率； 而对非洲国家的公共支出类援助则会直接促进其经

济增长。

二、 实证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 实证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对外援助对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

是否因援助类别不同而存在异质性。 在前述理论模型与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 本

文设定的实证模型如下：

Ｇｒｏｗｔｈｉｔ ＝γ０＋γ１Ａｉｄｉ，ｔ－１＋∑
Ｔ

ｊ＝２
γ ｊＸ ｊ

ｉｔ＋νｉ＋υｔ＋εｉｔ （２１）

其中， 经济增长 （Ｇｒｏｗｔｈｉｔ） 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援助 （Ａｉｄｉｔ） 是本文的核心

解释变量。 考虑到对外援助相对于非洲国家经济增长存在滞后效应， 因此实证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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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援助数据均取滞后一期值。 参照已有关于援助与增长的文献研究， 本文选取最常

见的用于检验经济增长效应且同时对核心解释变量可能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 （Ｘ ｊ
ｉｔ）

包括： 自然资源租金 （ ｒｅｎｔ） 、 人口数量 （ｐｏｐｕ） 、 技术水平 （ ｔｆｐ） 、 制度质量

（ ｉｎｓｔ） 、 通货膨胀率 （ ｉｎｆｌ） 以及其他国家援助 （ｏｔｈｅｒａｉｄ） 。 此外， νｉ 和 υｔ 分别代表

国家固定效应以及时间固定效应， εｉｔ 是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 通常用 ＧＤＰ 年增长率 （ｇｇｄｐ） 来表

示。 但是很多非洲国家 ＧＤＰ 数据可能存在统计误差， 需要寻找替代变量进行验证。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等 （２０１２） ［２９］的研究表明， 夜间灯光数据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
徐康宁等 （２０１５） ［３０］的研究也证实了夜间光照亮度与 ＧＤＰ 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

系。 因此， 本文采用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 （ＮＯＡＡ） 提供的稳定灯光数据①，
参照范子英等 （２０１６） ［３１］的做法， 对不同卫星与不同年份的灯光数据进行合并与校

准， 用夜间灯光总值年增长率 （ｇｌｉｇｈｔ） 代替 ＧＤＰ 年增长率进行稳健性检验。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中国对非总援助 （ａｉｄａｌｌ） 。 由于中国尚未公布详细的官

方援助数据， 因此本文采用威廉玛丽学院全球研究中心 ＡｉｄＤａｔａ数据库公布的中国官

方融资数据集 １􀆰 ０ 版②。 ＡｉｄＤａｔａ 数据库采用媒体调查的方法， 搜集了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４ 年间中国对世界上 １４０ 个国家和地区 ５４６６ 个援助项目的信息③。 按照 ＯＥＣＤ
公布的 ＣＲＳ代码划分标准④， 对外援助可以划分为社会基础设施类援助、 经济基

础设施类援助、 生产部门援助以及政府部门援助。 其中， 社会基础设施类援助主

要针对个人， 用于提升其人力资本； 经济基础设施类援助与政府部门援助都可以

促进非洲国家公共支出的增加以弥补其物质资本的不足 （朱玮玮等， ２０１８） ［３２］ 。
结合理论模型的设定， 本文采用的非转移支付类援助 （ａｉｄ１） 包含除社会基础设

施类援助外的所有援助； 而公共支出类援助 （ａｉｄ２） 包括经济基础设施类援助与

政府部门援助。 所有类别的援助金额数据均使用其占本国 ＧＤＰ 的百分比。 考虑

到部分援助数据没有金额信息记录⑤， 本文使用援助项目数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３􀆰 控制变量

（１） 自然资源租金 （ ｒｅｎｔ） ， 以非洲国家自然资源租金占 ＧＤＰ 的百分比来衡

量； （２） 人口数量 （ｐｏｐｕ） ， 采用人口总量的对数； （３） 技术水平 （ ｔｆｐ） ， 借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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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ｔｔｐｓ： ／ ／ ｎｇｄｃ．ｎｏａａ．ｇｏｖ ／ ｅｏｇ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 ／ ／ ａｉｄｄａｔａ．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ｌｏｂａｌ－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ｄａｔａｓｅｔ．
由于媒体调查的数据存在缺失与重复计入问题， 因此 ＡｉｄＤａｔａ 数据库提供了用于识别信息可靠程度

的字段用以区分。 在排除这些不可靠的项目信息后， 中国对外援助项目数量为 ４３１４ 项， 其中对非洲地区

的援助为 ２３４５项。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ｄａｃ ／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 ｄａｃａｎｄ⁃

ｃｒｓｃｏｄｅｌｉｓｔｓ．ｈｔｍ．
４３１４项援助项目中有 １６６０项没有明确的援助金额， 其中非洲地区有 ９５９ 项没有明确的援助金额。



志凡和龙晓旋 （２０１５） ［３３］的研究， 本文将以美国为基准的横向全要素生产率与纵向

可比全要素生产率相乘， 用以衡量非洲国家的技术水平； （４） 制度质量 （ ｉｎｓｔ） ，
参考王永钦等 （２０１４） ［３４］的做法， 将世界治理指数中提供的 ６项指标取平均值后加

以度量， 数值越大代表制度质量越高； （５） 通货膨胀率 （ ｉｎｆｌ） ， 选取按 ＧＤＰ 平减

指数衡量的年通货膨胀率； （６） 其他国家援助 （ｏｔｈｅｒａｉｄ） ， 以非洲国家收到的其他

国家净官方发展援助和官方援助占 ＧＤＰ 的百分比来表示； （７） 产出—资本比 （ｙｋ） ，
以非洲国家资本形成总额占 ＧＤＰ 百分比的倒数表示； （８） 公共支出—资本比 （ｇｋ） ，
通过非洲国家政府支出占 ＧＤＰ 的百分比与资本形成总额占 ＧＤＰ 的百分比相除得到；
（９） 消费 （ｃｏｎ） 以非洲国家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例表示； （１０） 人均收入

水平 （ｙｐ） ， 以非洲国家人均 ＧＤＰ 代表； （１１） 就业人口中的贫困发生率 （ｐｏｖｅｒｔｙ）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工资收入低于 ３􀆰 １０美元的穷人占就业总人数的百分比来表示；
（１２） 政府支出水平 （ｇｏｖｅｘｐ） ， 以非洲各国政府支出占其 ＧＤＰ 的百分比表示； （１３）
税收收入水平 （ｔａｘ） ， 以税收收入占非洲各国 ＧＤＰ 的百分比表示。

（三） 数据来源

除中国对非援助数据以及夜间灯光数据外， 本文所使用的技术水平数据来自格

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 （ＧＧＤＣ） 公布的佩恩表 （ＰＷＴ９􀆰 １）， 制度质量选自世界银

行发布的世界治理指标数据库 （ＷＧＩ）①。 其他变量与指标均来自世界银行发布的

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ＷＤＩ）②。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与滞后阶数， 本文以 ４９
个非洲国家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同时为了消除价格波动

对研究造成的影响， 本文所有金额类数据均以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美元为基准进行

调整。

三、 实证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

在基准回归中，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考查中国援助对非洲国家增长的影

响。 首先， 本文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下的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进行回归 （表 １ 中第

（１） 列）， 结果显示中国对样本内非洲国家总援助的系数显著为正， 初步表明中国

对外援助可以促进非洲国家经济增长。 其次， 为了消除个体误差与时间误差对回归

结果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以及国家与时间双向固定效应 （第
（２） — （３） 列）， 发现总援助系数的正负以及显著性均未发生改变。 再次， 为了

进一步消除面板数据中存在的组间异方差以及组内自相关问题， 本文采用全面的广

义最小二乘法 （ＦＧＬＳ） 进行回归， 并采用同样的方法对非转移支付类援助以及公

共支出类援助进行检验 （第 （４） — （６） 列）。 可以看出， 中国对非总援助以及

非转移支付类援助的系数显著为正， 公共支出类援助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相关结

果初步证明了假说 １与假说 ２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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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ｓｈｉｈａｎｇ．ｏｒｇ ／ ｓｏｕｒｃｅ ／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ｓｈｉｈａｎｇ．ｏｒｇ ／ ｓｏｕｒｃｅ ／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表 １　 基准回归结果

项目
ＯＬＳ ＦＥ ＦＧＬ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 ａｉｄａｌｌ ０􀆰 ２５４∗∗∗ ０􀆰 ２３５∗∗∗ ０􀆰 １９５∗∗ ０􀆰 １３９∗∗

（０􀆰 ０８） （０􀆰 ０８） （０􀆰 ０８） （０􀆰 ０７）

Ｌ􀆰 ａｉｄ１ ０􀆰 １４５∗∗

（０􀆰 ０７）

Ｌ􀆰 ａｉｄ２ ０􀆰 ０８１
（０􀆰 ０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１３４ ０􀆰 ２７３ ０􀆰 ３３４

Ｎ ３９７ ３９７ ３９７ ３９６ ３２５ ２８８

注： 解释变量前的 Ｌ 表示滞后一期， 括号内的数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 １０％、 ５％和 １％
的水平上显著。 为节约篇幅， 表中省略了控制变量与常数项结果， 备索。 下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１􀆰 替换解释变量

在基准回归中， 为保证与理论模型设定的一致性， 本文采用的核心解释变量为

援助金额占受援国 ＧＤＰ 的比例。 这种做法虽然可以体现出援助的规模， 但并没有

考虑到那些没有明确金额记录的援助项目信息。 为此， 本文参考 Ｄｒｅｈｅｒ 等

（２０１７） ［３５］的做法， 采用援助项目数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结果列于表 ２ 中第

（１） 列。 与表 １第 （３） 列相比， 在保持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援助项目系数仍

然显著为正。 这表明核心解释变量的更改并不会改变本文假说 １中的结论。
２􀆰 处理样本选择问题

ＡｉｄＤａｔａ的数据搜集过程十分依赖媒体对援助项目的披露程度。 这可能会造

成一个样本选择问题， 即通过媒体调查得到的援助信息最多只能充分反应被媒体

披露的结果， 导致本文实证研究中所用的数据样本并不能代表研究总体。 为了降

低这种可能性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本文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 通过设定选择方

程， 计算受援国接受援助的可能性并调整回归中现有样本的比重， 相应结果列于表

２中第 （２） 列。 回归结果显示， 拟合得到的逆米尔比率并不显著， 不能拒绝样本

不存在选择性偏误的原假设， 因此本文的基本结论并不会受到样本选择问题的

影响。
３􀆰 处理内生性问题

本文所使用的援助数据还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是反向因果问题， 即受援国经济增长水平可能会影响中国对非援助的分配； 其二是遗

漏变量问题， 即存在一些可能影响受援国经济增长与中国对非援助的变量但并未包含

在模型中， 这会降低本文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为此， 本文构造了一个以外生供给冲击

与本地冲击暴露概率为基础的工具变量： 将中国粗钢产量的对数值 （Ｓｔｅｅｌｔ） 与非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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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稳健性检验

项目
ＦＥ Ｈｅｃｋｍａｎ ＩＶ ｇｌｉｇｈ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Ｌ􀆰 ａｉｄａｌｌｎ
　 ０􀆰 １７０∗ 　 ０􀆰 １９８∗∗∗ 　 ０􀆰 ３２０∗∗ 　 ０􀆰 １５１∗∗ 　 ０􀆰 ３７８∗∗
（０􀆰 ０９） （０􀆰 ０６） （０􀆰 １５） （０􀆰 ０７） （０􀆰 １７）

Ｌ２􀆰 工具变量
４􀆰 ７７５
（３􀆰 ８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Ｌ２􀆰 工具变量
　 ０􀆰 ６４１∗∗∗ 　 ０􀆰 ６４１∗∗∗

（０􀆰 ０８） （０􀆰 ０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逆米尔比率
－０􀆰 ２４１
（２􀆰 ０６）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统计量
５０􀆰 ３１５ ５０􀆰 ３１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统计量
６４􀆰 ９７１ ６４􀆰 ９７１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ｕｂｉｎ Ｗａｌｄ统计量
４􀆰 ４６６ ５􀆰 ２２９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３］

Ｒ２ ０􀆰 １２２ ０􀆰 １１１ ０􀆰 １５５ ０􀆰 １５２
Ｎ ４９４ ４７４ ４９４ ４６５ ４９４

注： 此处为两阶段回归， 双横线上方为第二阶段回归， 下方为第一阶段回归。 ［］ 内数值为相应检验统计量

的 Ｐ 值， ｛｝ 内数值为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检验在 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

家在 ２０００年至 ２０１４年间接受中国援助的概率 （ｐｉ） 相乘， 来表示中国对非援助项

目的实际投入能力与每个受援国接受援助项目可能性的相互影响。① 我们使用中国

粗钢年产量来代替中国对非援助项目的实际投入能力 （Ｂｌｕｈ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３６］， 并

假设中国援助的变化与实际投入能力的变化相关， 且受援助越多的国家这种相关性

越大。 在温和的假设下， 这两个变量的交乘项形成了外生的工具变量 （Ｂｕｎ ａｎｄ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２０１９） ［３７］。 这种方法背后的经验判断是，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 随着中国基础

设施领域的投入不断增加， 中国已成为钢铁行业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 对于接受

中国援助概率较高的地区， 也会因其基础更好且与中国关系更近， 更容易接受中国

进一步援助。 由于中国在非洲的大多数援助项目都需要某种形式的建筑活动， 因此

可以假设在特定年份中，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应随着钢铁产量的增加而增加。 我们使

用的构造工具变量类似发展经济学中常用的供给冲击型工具变量 （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Ｑｉａｎ，
２０１４） ［３８］， 即利用非洲国家在面对源自中国产能过剩冲击的差异来确定援助项目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 同时为了排除贸易、 投资等渠道对工具变量排他性约束的影响，
我们也将二者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中， 以保证除了通过援助， 钢铁产量变化不会

对接受中国援助概率不同的非洲国家经济增长产生差异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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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中粗钢产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钢铁协会 《钢铁统计年鉴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８》， 受援概率为非洲国家在 １５ 年间

获得中国援助年份的比例。



考虑到粗钢产量对援助的影响存在滞后， 因此相对于援助数据， 工具变量再滞后一

阶， 相关结果列于表 ２中的第 （３） 列。 本文采用多种方法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首

先， 在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中， 工具变量的系数为 ０􀆰 ６１６， 并通过了 １％水平下的显著性检

验， 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ｕｂｉｎ Ｗａｌｄ检验拒绝原假设， 证明本文所选用的工具变量与援助具有

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其次，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检验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检验均拒绝原假设， 表明本文选用的工具变量不存在不可识别与弱工具变量问题。
为了进一步增加工具变量回归的可靠性， 在表 ２ 第 （４） 列中本文将工具变量作为

解释变量直接加入固定效应回归方程， 并控制工具变量可能通过中国对非投资与出口

贸易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 结果发现工具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 这表明本文使用

的工具变量并不会直接影响受援国的经济增长， 只能通过内生解释变量 “援助” 间

接地影响被解释变量， 满足了工具变量的排他性约束。 这进一步证实了假说 １中的结

论： 中国对非援助显著地促进了非洲受援国经济增长。
４􀆰 替换被解释变量

考虑到非洲国家的 ＧＤＰ 统计指标可能存在误差与缺失问题， 本文采用了夜间

灯光总值年增长率作为 ＧＤＰ 年增长率的替代变量， 并采用相同的工具变量以检验

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相关结果列于表 ２ 中的第 （５） 列。 可以看出， 中国对非

援助均显著地促进了非洲国家夜间灯光总值的增长， 这说明中国对非援助确实照亮

了非洲大陆 （Ｐａｒｋ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３９］， 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水平。
（三） 动态效应

由于经济增长存在动态延续性， 即当期的经济增长水平可能会受到前期经济增

长水平的影响。 为了捕获这种动态特征， 本文将基准回归模型扩展为如下的动态面

板模型：

Ｇｒｏｗｔｈｉｔ ＝ θ０ ＋ θ１Ｇｒｏｗｔｈｉ， ｔ －１ ＋ θ２Ａｉｄｉｔ －１ ＋∑
Ｔ

ｊ ＝ ３
θ ｊＸ ｊ

ｉｔ ＋ νｉ ＋ εｉｔ （２２）

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两步法 （Ｓｙｓ－ＧＭＭ） 对方程 （２２） 进行估计。 在回归

中， 我们将被解释变量的 １期滞后值以及核心解释变量援助视为内生变量， 用其 ２阶
及更高阶滞后作为工具变量， 同时将其他控制变量视为外生变量。 此外， 本文也用同

样的回归方法考查了不同类型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 相关回归结果列于表 ３
中的第 （１） 至 （３） 列。 首先， ＡＲ （２） 检验与 Ｈａｎｓｅｎ Ｊ 统计量的 Ｐ 值均大于 ０􀆰 １，
且 ＧＤＰ 增长率的滞后 １期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说明本文动态面板的设定是合理的。
其次， 回归结果表明， 中国对非总援助、 非转移支付类援助以及公共支出类援助对非

洲国家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支持了本文假说 １与假说 ２的论断。
（四） 机制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假说 ２中提出的非转移支付类援助影响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机

制， 本文采用同样的动态面板回归方法， 在方程 （２２） 的基础上， 将产出—资本

比 （ｙｋ） 、 公共支出—资本比 （ｇｋ） 及二者与非转移支付类援助的交乘项纳入回归

方程。 估计结果如表 ３ 中第 （４） 至 （５） 列所示， 非转移支付类援助与产出—资

本比、 公共支出—资本比的交乘项均显著为正。 这表明中国非转移支付类援助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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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确实是通过增加非洲国家公共支出的比重 （表现为公共支出—
资本比增加） 以及促进更多地使用资本节约型技术进而提升资本生产率 （表现为

产出—资本比增加） 来实现的。 对于经济增长处于起步阶段的非洲国家来说， 资

本积累非常重要 （Ｓｈａａｅｌｄｉｎ， １９８９） ［４０］。 增加公共支出可以有效地促进非洲国家资

本积累水平， 同时采用资本节约型技术也可以充分地利用剩余劳动力资源 （Ｐａｃｋ，
１９７６） ［４１］， 从而实现国家经济的增长。

表 ３　 动态面板回归与机制检验

项目
Ｓｙｓ－ＧＭＭ 机制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Ｌ􀆰 ｇｇｄｐ
　 ０􀆰 ２８０∗∗∗ 　 ０􀆰 ２６８∗∗∗ 　 ０􀆰 ２２３∗∗∗ 　 ０􀆰 ３１５∗∗∗ 　 ０􀆰 １６３∗∗∗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２）

Ｌ􀆰 ａｉｄａｌｌ
０􀆰 ２６９∗∗∗

（０􀆰 ０５）

Ｌ􀆰 ａｉｄ１
０􀆰 １７５∗∗∗ ０􀆰 １３５∗∗∗ ０􀆰 １４６∗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０􀆰 ０９）

Ｌ􀆰 ａｉｄ２
０􀆰 １６９∗∗∗

（０􀆰 ０６）

ｙｋ
－０􀆰 １２４∗∗∗

（０􀆰 ００）

ｙｋ×ａｉｄ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

ｇｋ
０􀆰 ６４０∗∗

（０􀆰 ２８）

ｇｋ×ａｉｄ１
０􀆰 １７６∗

（０􀆰 ０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ＡＲ （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８］ ［０􀆰 ５１０］
ＡＲ （２） ［０􀆰 ８７６］ ［０􀆰 ５６５］ ［０􀆰 ６０３］ ［０􀆰 ９９７］ ［０􀆰 １１９］

Ｈａｎｓｅｎ Ｊ
３９􀆰 ３１６ ３８􀆰 ２７６ ３６􀆰 ０６３ ２９􀆰 １４３ １３􀆰 ２２５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４０５］ ［０􀆰 ９８８］

Ｎ ３９６ ３２６ ２８８ ２０９ １０３

四、 拓展性研究———援助的福利效应

（一） 理论模型拓展

对于援助国来说， 援助资金的有效性一方面体现在其是否促进了非洲国家经济

增长，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其能否改善非洲国家居民福利水平。 本节将拓展第二节中

提出的援助增长模型， 探讨对外援助对非洲国家居民福利的影响。 由于居民福利的

变化较为复杂， 本节仅考虑在均衡增长路径上居民福利的最大化问题。 这种适当的

简化可以使我们更加关注援助对福利水平的影响， 同时也能够避免一些复杂的数学

运算过程 （Ｇｒｅｉｎｅｒ， １９９８） ［４２］。 假定受援国初始的消费和私人资本存量分别为 Ｃ０
和 Ｋ０ ， 消费的增长过程可以表示成：

Ｃ ｔ ＝ Ｃ０ｅρｔ （２３）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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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计算 Ｋ０ ， 可以将方程 （１４） 与方程 （１７） 联立， 解得：

　 　
Ｃ０
Ｋ０

＝ １ － τ( ) ＋ φ １ － ｖ( )[ ] ση ＋ ρ － δ － ｎ( )[ ]

１ － τ( ) α
－ δ ＋ ｎ( ) － η

　 　 　 　 　 　 　 　 Ｃ０ ＝
Ｂ

１ － τ( ) α
Ｋ０ （２４）

其 中， Ｂ ＝ １－τ( ) σ－α( ) ＋ １－ｖ( ) σφ[ ] η ＋ ｛ ρ－δ－ｎ( ) １－τ＋ １－ｖ( ) φ[ ] － α
１－τ( ) δ＋ｎ( ) ｝。 为了简化福利计算的数学过程， 我们借鉴 Ｓｈｉｅｈ 等 （２００２） ［４３］的处

理方法， 取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 σ ＝ １， 此时方程 （１） 中的效用函数变成 Ｕ Ｃ( ) ＝
ｌｎＣ 。 因此受援国居民福利最大化的问题可以写为：

ＭａｘＷ ＝ ∫
＋¥

０

ｌｎ Ｃ ｔ( ) ｅ －ρｔｄｔ （２５）

将方程 （２３） 代入， 可以得到：

ＭａｘＷ ＝ ∫
＋¥

０

ｌｎ Ｃ０ ＋ ηｔ( ) ｅ －ρｔｄｔ ＝ １
ρ

ｌｎ Ｃ０( ) ＋ η
ρ２

（２６）

方程 （２６） 分别对总援助占 ＧＤＰ 的比例 φ、 非转移支付类援助比例 ｖ 以及公

共支出类援助比例 ｍ 求偏导， 可得：
􀆟Ｗ
􀆟φ

＝ １
ρ
１
Ｃ０

􀆟Ｃ０
􀆟φ

＋ １
ρ２

􀆟η
􀆟φ

＝ １ － ｖ( ) η ＋ ρ － δ － ｎ( )

ρＢ
＋ Ｄ 􀆟η

􀆟φ
＞ ０ （２７）

􀆟Ｗ
􀆟ｖ

＝ １
ρ
１
Ｃ０

􀆟Ｃ０
􀆟ｖ

＋ １
ρ２

􀆟η
􀆟ｖ

＝ － φ η ＋ ρ － δ － ｎ( )

ρＢ
＋ Ｄ 􀆟η

􀆟ｖ
≷ ０ （２８）

􀆟Ｗ
􀆟ｍ

＝ １
ρ
１
Ｃ０

􀆟Ｃ０
􀆟ｍ

＋ １
ρ２

􀆟η
􀆟ｍ

＝ １
ρ２

􀆟η
􀆟ｍ

＞ ０ （２９）

其中， Ｄ ＝ １ － ｖ( ) φ ＋ １ － τ( ) １ － α( )

ρＢ
＋ １
ρ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０。 方程 （２７） 表明， 整体

上看， 援助与居民福利正相关， 受援国接受的援助越多， 其居民福利水平也会越

高。 具体到不同类型援助上， 非转移支付类援助比例的增加一方面会使得私人资本

存量增加， 但也会使得初始消费水平下降 （方程 （２８） ）。 前者会促进居民福利水

平的提升， 后者会使其降低。 由于存在两种相反作用的影响， 我们不能直接判断非

转移支付类援助比例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方向。 进一步考查二阶偏导数发现其为负

值， 这说明居民福利函数 Ｗ 是凹的， 因此存在一个使得居民福利最大化的最优非

转移支付类援助比例 ｖ∗。 如果受援国接受的非转移支付类援助比例超过 ｖ∗， 那么

消费降低效应就会大于资本积累效应， 非转移支付类援助会降低居民福利。 相反，
如果受援国接受的非转移支付类援助比例没有超过 ｖ∗， 那么资本积累效应就会大

于消费降低效应， 非转移支付类援助会增加居民福利。 由方程 （２９） 可知， 公共

支出类援助的增加对居民福利总是有正向的影响。 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拓展性研究

假说：
假说 ３： 中国对非援助可以增进非洲国家居民福利水平， 但不同类型的援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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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的影响不同。 其中， 公共支出类援助会直接提升福利水平， 而非转移支付类援

助对福利水平的影响是倒 Ｕ型的。
（二） 对外援助的福利效应检验

本节回归中的被解释变量 “消费” 使用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例来表

示， 核心解释变量 “援助” 保持不变， 并控制人均收入、 就业人口中的贫困发生

率、 政府支出水平、 税收收入水平、 制度质量、 通货膨胀率以及其他国家援助等指

标。 此外为了检验非转移支付类援助对非洲国家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是否为倒 Ｕ
型， 本文还加入了非转移支付类援助的平方项。 拓展的动态面板模型设定如下：

Ｃｏｎｉｔ ＝ ζ０ ＋ ζ１Ｃｏｎｉ，ｔ －１ ＋ ζ２Ａｉｄｉ，ｔ －１ ＋∑
Ｔ

ｊ ＝ ３
ζ ｊＸ ｊ

ｉｔ ＋ νｉ ＋ εｉｔ （３０）

Ｃｏｎｉｔ ＝ ξ０ ＋ ξ１Ｃｏｎｉ，ｔ －１ ＋ ξ２ Ａｉｄｉ，ｔ －１ ＋ ξ３ Ａｉｄｉ，ｔ －１
２ ＋∑

Ｔ

ｊ ＝ ４
ξ ｊＸ ｊ

ｉｔ ＋ νｉ ＋ εｉｔ （３１）

为保持与上述研究的一致性， 本节回归仍然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 相关结

果列于表 ４中的第 （１） 至 （３） 列。 在 ＡＲ （２） 检验与 Ｈａｎｓｅｎ Ｊ 统计量的 Ｐ 值大于

０􀆰 １的前提下， 首先， 中国对非总援助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中国对外援助整体上确

实可以促进非洲受援国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 其次， 中国对非公共支出类援助的系数

也同样显著为正， 表明该类援助的增加也会促进受援国内部福利水平的增长； 而非转

移支付类援助的一次项系数为正， 二次项系数为负， 呈现倒 Ｕ型趋势， 其对非洲国

家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先升后降。 至此， 本文提出的假说 ３得到了验证。

表 ４　 中国对非援助的福利效应回归结果

项目
Ｓｙｓ－ＧＭＭ

（１） （２） （３）

Ｌ􀆰 ｃｏｎ
　 ０􀆰 ８６９∗∗∗ 　 ０􀆰 ９７５∗∗∗ 　 ０􀆰 ９６１∗∗∗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１）

Ｌ􀆰 ａｉｄａｌｌ
０􀆰 １００∗∗∗
（０􀆰 ０２）

Ｌ􀆰 ａｉｄ１
０􀆰 ４２７∗∗∗
（０􀆰 ０６）

Ｌ􀆰 ａｉｄ２
０􀆰 １４９∗∗∗
（０􀆰 ０５）

Ｌ􀆰 ａｉｄ１２
－０􀆰 ０６５∗∗∗
（０􀆰 ０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ＡＲ （１） ［０􀆰 ０２７］ ［０􀆰 ０７０］ ［０􀆰 ０６７］
ＡＲ （２） ［０􀆰 ５０６］ ［０􀆰 ２０６］ ［０􀆰 ３８１］

Ｈａｎｓｅｎ Ｊ
１８􀆰 ２０８ １６􀆰 ０８６ １５􀆰 ３４２
［０􀆰 ３７６］ ［０􀆰 ５１８］ ［０􀆰 ５７１］

Ｎ １４１ １０５ １１８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作为受援国的经历以及在经济快速增长与

减少贫困方面的成就对非洲国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中国对非援助是中国致力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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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南南合作” 取得的重要成果， 也是 “一带一路” 倡议下开展中非产能合作的

基础。 本文在简要回顾援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基础上， 建立了包含 “援助” 变量

的内生增长模型， 提出了不同类型援助对非洲国家经济增长及居民福利水平影响的

假说， 并运用 ２０００年至 ２０１５年间 ４９ 个非洲国家组成的面板数据， 对理论假说进

行实证检验。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 从整体上看， 中国对非援助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在替换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以及采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 本文的结论依

然稳健。 第二， 不同类型援助对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不同， 其中非转移支

付类援助的影响为正， 主要因为其可以增加非洲国家的公共支出比重并促进其使用

资本节约型技术。 对非洲国家公共支出类援助直接增加了其国内公共支出， 进而促

进了经济增长。 第三， 在拓展的理论模型基础上进一步考查援助的福利效应后发

现， 中国对非援助可以显著地促进其国内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但不同种类援助的

影响是异质性的。 其中公共支出类援助的福利效应始终为正， 而非转移支付类援助

对福利的影响呈现先升后降的倒 Ｕ型。
本文深入研究了中国对非援助与非洲国家经济增长及福利效应的关系并展示了

对非援助的整体效果， 有力地回应了西方媒体与政客对中国援助非洲的不实指责。 中

国对非援助并没有降低非洲国家的经济前景， 反而有效地促进了其经济增长与居民福

利水平的提高。 在中国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升级的背景下， 中国也在不断地调整

对外援助方式， 将援助与商业参与结合起来， 既带动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减贫，
也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参与全球化的机会， 实现援助国与受援国的互利共赢。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 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 在肯定中国对非援助有

效性的基础上， 可以适度增加对非援助的力度。 与西方援助不同， 中国对非援助的

主要形式是优惠贷款而不是单纯的赠与， 这种援助方式可以帮助非洲大型基础设施

项目进行融资， 非洲国家也可在保证本国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逐步偿还负债， 从而为

长期合作奠定基础。 第二， 适当调整对非援助的领域， 侧重对公共支出领域的援

助。 增加对非公共支出类援助可以为其提供必备的公共物品并增加非洲国内的资本积

累， 降低制约其经济增长与福利水平的瓶颈。 第三， 增加对外援助的信息披露程度，
做好统计与宣传工作。 目前， 国内外对于中国援助非洲的效果有很多草率的结论， 主

要是因为对外援助的过程不够透明与公开。 因此政府在开展援助工作的同时也应做好

数据统计与对外宣传工作， 这既可以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援助非洲的理解， 又可以消

弭国内民众对援助非洲的一些误解， 还可以更好地评估中国对外援助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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